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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大椿对唯物史观的研究

王也扬

【提要】 　 蒋大椿在新时期之初，立足原著，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释，特别是探讨如何运用

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曾产生较大社会影响。 在中国改革开放 ２０ 年后，他又沿着“实践—认识—
再实践—再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路线，尝试发展唯物史观的理论。 这种尝试尽管不成熟，却代表

了他的学术追求，表现出可贵的探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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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大椿（１９４０—２０１５ 年）是我国史学界在新时期较早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再学习与再

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贡献为方家肯定。 １９６３ 年，蒋大椿毕业于安徽大学历史系，同年考入中国

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师从黎澍攻读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专业研究生。 其时由黎

澍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两书

已经出版，①黎澍受教育部高校文科教材办公室委托主编教材《史学概论》，他要求参编人员和自

己的研究生首先读上述两书。 蒋大椿后来对人讲，自己高中时即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本科进历

史系是学校分配的，而研究生读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则遂了多年求学志愿，加之导师黎澍和老所

长范文澜都特别强调阅读经典作家的原著，因此他开始下力气啃读当时已经出版的《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我国陆续出齐，黎澍安排蒋大椿负责补充

修订前述他主编的两书。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项工作，蒋大椿仔细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集，②

这在当时史学界的学者中是比较少有的，为他在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再学习与再研究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现在年轻学者一般不大了解 ２０ 世纪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学术氛围，那是一个思想解放大潮

澎湃的时代。 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反思，所以人们才提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和再研

究，为的是求得“真经”，口号是“回到马克思”。 这也是蒋大椿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在《历史研究》 《近
代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唯物史观研究系列论文的背景。 他曾说，因为种种历史的原因，过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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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１ 年版；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１ 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共 ５０ 卷，从 １９５５ 年到 １９８５ 年陆续出齐，翻译底本是俄文版。 １９８６ 年我国开始编译出版《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翻译底本是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的历史考证版，并参照德、英、俄多种版本，译文更加准确并有

很多新文献资料问世。 当时计划到 ２０２０ 年出版 ７０ 卷，目前出版了 ３４ 卷。 蒋大椿晚年对此极为关注，多次和笔者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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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原著读得不够，对论与史的关系长期争论不休，其症结恰恰在于对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本身认识得不够清楚。 在《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一文中，蒋大椿以简练明晓的笔触介

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认为马克思大约在 １８４５ 年春天首先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次年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完整表述了唯物史观。 １８４７ 年，马克思与蒲鲁东公开论战，通过《哲
学的贫困》表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 其后的《共产党宣言》及其他一系列历史著作则

是将这一历史观运用于历史研究所获得的成功典范。 这一史观得到正式命名是在 １８５９ 年 ８ 月，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称其为“唯物主义历史观”。 “历史唯物主

义”概念是恩格斯于 １８９０ 年 ８ 月 ５ 日在给康·施米特的信中最初提出的，后来，恩格斯于 １８９２ 年

４ 月正式将这个历史观定名为“历史唯物主义”。① 蒋大椿这段十分清楚的概括性表述，后来成了研

究生们备考的提纲。
蒋大椿研究唯物史观，注重考察该学说的形成过程、思想源流和马克思、恩格斯对命题构建的思

考、斟酌、修正与发展。 在《历史学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一文中，他说就唯物史观的形成来看，
马克思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首先是在社会历史领域形成和确立起来的。 马克思出生于法律世家，
大学读的专业也是法律，但他热爱的是哲学和史学。 正是因为长期对历史学著作的钻研，使他面向

实际，尊重事实，不尚空谈，最终同唯心主义思辨哲学分道扬镳。 他对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关怀，导
致他必然会走上为改变现实社会而斗争的政治道路。 从柏林大学毕业，马克思本想留校任教，但普

鲁士当局压制思想言论的做法使许多教师被解聘，他只得走出书斋，直面社会舞台，在《莱茵报》找了

一份工作。 在这份报刊工作中所经历的实际生活改变了马克思，两年后重回书斋的他，已经是带着

社会实际问题从事研究的学者了。 蒋大椿指出，在 １８４３ 年底到 １８４４ 年 ３ 月旅居巴黎时期，马克思

热衷于研究法国大革命史，迈出了发现唯物史观的重要一步。 在法国历史学家关于法国大革命史的

著作中，社会阶级斗争存在的历史事实跃然纸上。 于是，他进一步深入钻研，发现了阶级存在的规律

和阶级斗争产生的根源。② 马克思提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而阶级

斗争根源于生产力和交换形式之间的矛盾。③ 蒋大椿认为，唯物史观就是这样被正式提出来的。④

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是从社会实际出发的。 蒋大椿等一批学者当年对唯物史观的再学习与再

研究，也紧密联系我国新时期的社会实际。 １９８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
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

策”。⑤ 如何从唯物史观的理论上来解释这个问题呢？ 蒋大椿在接受《历史研究》编辑部采访时谈了

他的思考，他说：过去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有片面和不够准确的地方，如把阶级斗争的观点理解成

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这就很难说是历史唯物论的本意。 唯物史观乃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基本原

理，而阶级斗争学说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阶级和阶级斗争现象所总结出来的比较

具体的历史理论。 二者的层次不一样，故不能等同。 一般来说，哲学理论抽象程度越高，适用面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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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大椿：《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３ 年第 ２ 期。
蒋大椿：《历史学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历史研究》１９８３ 年第 ２ 期。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２ 年版，
第 ８１—８２ 页。
蒋大椿：《历史学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历史研究》１９８３ 年第 ２ 期。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４１—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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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越低，则适用面越窄。 以往我们将本来只能适用于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理论扩大推及到适用一

切历史研究，结果很自然地一方面把许多不属于阶级斗争但应当研究的历史现象排除出去，造成研

究范围的狭窄；另一方面则把一些本来不是阶级斗争的现象一律贴上了阶级斗争的标签。 他还说：
“当然，阶级斗争学说在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确实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马克思和恩格

斯之所以屡屡强调阶级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当时客观形势下工人运动的斗争需要。”①关于阶级

斗争观点是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笔者曾经和蒋大椿有过商榷。 笔者以为，阶级斗争观点不等

于唯物史观，也不能替代唯物史观，但它确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② 笔者理解蒋大椿的思考，他所

侧重的是历史哲学的不同层次，并且也如同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一样，兼顾了“客观形势”的需要。 笔

者记得，关于这一问题，他琢磨了很长时间，还参与编写《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一书，③试图厘

清历史哲学与史学及现实之间的关系。 尽管笔者不尽认同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之分，但当年友好热

烈的讨论气氛仍令人怀念。
在考察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时，除了历史学，蒋大椿还在导师黎澍的提示下特别注意自然科学

的发展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影响。 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一文中，他指出，
自然科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产生了四个方面的积极影响。 第一，自然科学对低级运动形式规律

的揭示为认识人类社会这一高级运动形式的发展规律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第二，自然科学脱离哲学

而独立，使马克思努力创建的新历史观得以找到正确的研究出发点。 第三，自然科学的发展帮助马

克思和恩格斯摆脱了唯心主义。 第四，１９ 世纪中叶自然科学呈现的系统化综合化发展趋势，启发和

推动了马克思采用系统研究问题的方法来考察人类社会。 蒋大椿认为，正因为运用了这种科学的分

析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才丰富充实了唯物主义历史观。④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史学界有些年轻人热心寻求将自然科学新成就，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

等运用于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领域，蒋大椿支持了这种探索，同时告诉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

唯物史观的时候，即走过这样的道路。 然而，自然科学研究与历史研究之间又有差别。 马克思曾

经认为，“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 《德意志意识形态》原稿中本来有这样一句话：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

史和人类史。”⑤但后来手稿中没有这句话，这说明马克思后来认为，历史科学只应研究人类发展的

过程。⑥ 黎澍则更加重视当代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意义，要蒋大椿注意

搜集这方面的材料，蒋大椿为此整理了一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运用》文稿交

给了乃师。

二

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再学习与再研究中，蒋大椿思考最多的问题，还是如何运用唯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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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大椿：《唯物史观与史学》，吉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１５１—１５２ 页。
王也扬：《我们关心的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２７１ 页。
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编辑部编：《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重庆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
蒋大椿：《自然科学的发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历史研究》１９８６ 年第 ２ 期。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 卷，第 ２１ 页。
蒋大椿：《经典作家关于人类历史及其内容表述的综合考察》，《史学史研究》１９８６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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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进行历史研究。 他援引恩格斯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的信中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
恩格斯赞赏德国历史学家梅林的新作说：“二十年来唯物史观在年轻党员的作品中通常只不过是响

亮的词藻，现在终于开始得到恰当的应用———作为研究历史的引线来应用。”①恩格斯还说：“如果不

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

就会变为自己的对立物。”②以往我国史学界也发生过恩格斯批评的那种情况，蒋大椿在反思中总结

了若干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自己的关于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进行历史研究的看法。
首先，唯物史观指出人类历史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了这个前提，历史研究才能取得科学成

果。 蒋大椿指出，历史学研究对象有两个特点：其一，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而自然科学研究的是

没有意识的盲目的事物；其二，历史学研究的不是人的现实生活，因此历史学只能依凭过去留传下来

的历史资料。 蒋大椿认为，要使历史研究的结果具有科学性质，应该做到三点：一是要从具体的材料

着手；二是必须充分占有材料；三是要对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去伪存真。③

其次，唯物史观揭示了各种历史现象的内在本质，使对历史现象的科学分析成为可能。 历史材

料纷繁复杂，看似理不出头绪，唯物史观却能解决这个难题。 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即生产力、生产

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社会形态等，是马克思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研

究中抽象出来的，是对无数同类历史现象的共同性的高度概括。 蒋大椿认为，尽管历史科学本身并

不研究这些抽象的范畴，但历史学家根据唯物史观的范畴就可将所掌握的大量历史资料进行科学归

类。④ 马克思说，这些抽象的历史哲学范畴，“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

式”，但是，“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⑤这便是唯物

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巨大优越性。
再次，唯物史观极大地开阔了历史学家的视野，因为它对人类发展过程的历史内容的揭示非常

全面。 蒋大椿说，唯物史观出现以前，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内容一般都理解得很狭窄，而唯物史观出现

以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们的社会关系及作为社会存在反映的思想领域，都成为人类历史的内

容。 蒋大椿强调，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中的一切内容都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类创造的一

切历史的各个方面又是相互联系的，因此只有全面深入地分析研究创造历史的人及其活动，才能对

历史进行正确的叙述。 真正坚持唯物史观，就“既要摒弃蔑视人民群众历史创造作用的个人英雄史

观，同样也反对各色以唯物史观面目出现的排斥个人历史创造作用的种种非科学的见解”。⑥

最后，唯物史观认为整个人类历史遵循一定规律曲折地向前发展，在实际历史过程中，一切历史

因素都是相互作用的。 历史学家接受了唯物史观，就应把被研究的历史对象作为发展的现象来考

察。 蒋大椿认为，历史学著作无需泛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要让事实来说话。 历史学家的任务

是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实际出发，将所掌握的历史材料贯穿起来，以发现历史事实间前后

的辩证统一的内在联系。⑦

７３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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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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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奥·倍倍尔（１８９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８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２ 年版，第 ３１０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２ 年版，第 ４７２ 页。
蒋大椿：《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３ 年第 ２ 期。
蒋大椿：《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３ 年第 ２ 期。
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 卷，第 ３１ 页。
蒋大椿：《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３ 年第 ２ 期。
蒋大椿：《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３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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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蒋大椿对史论关系发表了自己独到的看法。 他认为，史与论应放在特定的范围中加以考

察。 从整个社会结构中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史与论是特定意识形态中的两种社会现象，具体来说，
“史”指历史科学，“论”指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指唯物史观；从研究历史的过程来看，“史”指历史

事实和历史过程，“论”则指对“史”的看法和认识，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史识；从叙述历史的过程来

看，则“史”指研究所用的史料，“论”就是历史著作中的观点、论点。 蒋大椿认为，历史学家在自己的

著述中，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史论关系进行灵活处理，但所有成功的历史著作，都做到了以唯物史

观为前提、论从史出。①

三

歌德说，生活之树常青，而理论是灰色的。② 意思是说，比起丰富多彩、不断发展、常绿常青的人

类生活，作为观念形态的理论，总是要相对滞后一些。 因此，理论是需要与时俱进的。 在蒋大椿发表

上述唯物史观研究系列文章 ２０ 年后，在《历史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 ４ 期，我们又见到了他的新作《当代中

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
蒋大椿说，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自己是“回到马克思”论者。 他回忆早年随黎澍读研究生时，一开

始就阅读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篇原著，由此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学习历程。 蒋大椿认为，这两篇原著包含了一些非常深刻的重要的理论原则，如果照此继续研究

探索下去，是会有大收获的。 这些理论包括“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的理论，以及不能仅仅直观

地观察事物，还必须从主体及其实践来思考等理论原则，可惜当时条件不允许做深入研究。 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 蒋大椿目睹了新时期的这一巨大变化，逐渐认识到，
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这种环境变化本身也是人造成的。 他认为，这种实

践是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和认识新时期历史时不可忽略的部分。 由于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
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较晚，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家在阐述传统唯物史观时，不少人没有读到

这些著作，因此他们在强调生产方式的物质性的时候，对历史运动的主体即人及其社会实践研究不

够。 而新的社会实践表明，应该更重视对人及其社会实践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可以发展成为

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 蒋大椿在他的文章中还提出，人类历史中的一切都是人的实

践活动创造出来的，而实践通常是在人的意志支配下进行的，因此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只能是人

的实践活动的规律。③

蒋大椿的文章发表后，在史学界引起反响和争议。④ 这种争议是正常的学术讨论。 笔者有幸参

加了讨论，就如何认识社会历史的规律、历史发展是否具有必然性、如何认识“历史发展不以人的意

志为转移”、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笔者认为，社会历史的规律不能

与自然科学的规律简单等同，原因有二。 其一，社会历史过程具有过程长、不可重复、不易检验的特

点，且一个社会历史过程的发生和完结需要时间，其中的规律被证明和被检验也需要时间。 其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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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大椿：《论与史的关系考察》，《历史研究》１９８２ 年第 ４ 期。
歌德：《浮士德》，绿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６２ 页。
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 ４ 期。
参见吴英、庞卓恒：《弘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与蒋大椿先生商榷》，《历史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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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历史的主体是人，人有意志，因此历史活动是在人的意志支配下进行的活动，而自然界的活动是无

意识的。
笔者认为，历史发展是具有必然性的，但这种必然性不是平均地表现在历史活动的每一个方面，

而是更多地表现在它的总趋势上。 如，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来看，科学文化确实愈来愈发达，人确实

愈来愈获得解放，社会确实愈来愈进步，等等。 而且，这种总趋势受最大多数人的意志支配，并非“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些不能够代表和顺应这个历史发展总趋势的个人或集团的意志，则最终会被

历史所抛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指的是被历史所抛弃的那些意志，而不是支配了历史发展方向

的那些意志。
至于历史发展存在偶然性，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因为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既有起决定性作

用的因素，也有各种各样的其他因素。 其实早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他们就批评过一些“马
克思主义者”把唯物史观教条化的倾向。 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

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如果有人

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

的、荒诞无稽的空话……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

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

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 否则把理论应用

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①

作为历史研究者，必须对所有学说具有基本的历史感。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是在 １９ 世

纪，当时人类的最高认识水平还没有超出以牛顿物理学为代表的古典科学的局限，与我们今天相差

不止一个时代。 时代的变迁，科学的进步，认识的飞跃，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理论观点，而且改变着人

们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 因此，对今天的思想学术界来说，“回到马克思”，求得和捍卫一百多年前经

典作家的“真经”已然不够，只有与时俱进地发展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才算尽到了马克

思主义者的责任。②

（作者王也扬，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邮编：７３００００）
（责任编辑：尹媛萍）
（责任校对：敖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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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 卷，第 ４７７ 页。
王也扬：《关于唯物史观流行理论的几个问题———兼评〈历史研究〉近期发表的两篇文章》，《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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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ｅｒ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ｔｏ ｇｅｔ ｂｅｙｏ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ｅｎｔ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ｏ ｓｈａｐｅ ａ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ｂ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ｔｓ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ｈａｖ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ｓｔｓ’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Ｊｉａｎｇ Ｄａｃｈｕｎ'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 ／ Ｗａｎｇ Ｙｅｙａ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ｅｒｉｏｄ， Ｊｉａｎｇ Ｄａｃｈｕｎ'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ｈａｄ
ａ ｇｒｅａ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 ｈ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ｈｏｗ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ｉｃ ｖｉｅｗ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ｗｅｎ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ｈｅ ａｇａｉ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ｌｉｎ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ｇｉａ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ｇａ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ｉｓ ｉｍｍａｔｕｒｅ， ｉ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ｈｉ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ａ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ｎ Ｔｏｎｇｊ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ｉｓ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 Ｄｏｎｇ
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

Ｌｉｎ Ｔｏｎｇｊｉ（Ｔｕｎｇ⁃Ｃｈｉ Ｌｉｎ），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ｆｏｕｎ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ｒｏｔｅ ｈｉｓ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ｓｓｕ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ｔｈ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Ｈｅ ａｒｇｕ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ｔｗｏ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Ｔｉａｎｘｉ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ｄ ｔｏ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ｎｅ ｗａｓ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ｉａｎｘｉａ Ｐｒｏｐｅｒ”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ａｓ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Ｔｉａｎｘｉａ”. Ｔｈｅ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Ｔｉａｎｘｉａ” ｄ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Ｈａｎ ｐｅｐ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ｗａｓ ｔｏ ｕｎｉｔｅ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ｗｉｔｈ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ｉ. ｅ. ， ｔｏ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ｗｉｔｈ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ｔｈｉ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 ｂａｓ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ｒｕｌｅ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ｕ， Ｈａ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Ｈｕｉ ａｎ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ｒａ”，
Ｌｉｎ ｄｒｅｗ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ｕｐｈｏ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ｅ ａｌｓｏ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ｔｏ ｆｕｌｌｙ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ｎ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ｈｅ ａｖｏ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ｂｉａｓ ｈｅｌｄ ｂｙ ｓｏｍ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ｗｈｏ ｏｖｅｒ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Ｂｙ ｄｏｉｎｇ ｓｏ， ｈｅ ｈｅｌｐｅｄ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ｄａｙ'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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